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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交互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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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对象，界定城乡融合内涵，并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测度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并探索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1）在空间集聚方面，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集聚较为明显，并且集聚性整体呈现增强趋势。（2）在时空联动方面，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

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空间依赖方向，同时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城市自身因素对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结构的改变影响较大，受相邻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溢出效应的影

响较小。（3）要素驱动模式方面，低分位驱动和高分位驱动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经

济发展—城镇化驱动，低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城镇就业—政府行为

制约，高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产业—政府行为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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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得到快速推

进，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具有“重城轻乡”的发展倾向，城市强大

的极化效应促使农村大量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流向城市，而城市对农村的要素输

出及扩散效应相对比较微弱，在这种近乎于单向流动的模式下，产生了城乡差距扩大、

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环境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1,2]。这些问题导致乡村衰落，进而对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挑战[3]。目前，乡村衰落已经成为世界普遍现象，甚至导致墨西哥

等国家陷入了“现代化陷阱”[4]。城乡融合正是解决这一困局的根本途径，也是破除城乡

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5]。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进一步对未来我国城乡融合

发展做出规划安排。因此，科学合理地把握城乡融合的内涵，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演变规

律，因地制宜地寻求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是发挥地理学的综合优势，进而服务国

家战略的重要需求。

城乡融合最早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城乡发展构想，是城乡关系演进的

体现。城乡关系是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关系形态，马克思将城乡关系划分为城乡对立、

城乡加速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6]，其中，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因

此，研究城乡融合，要首先明晰城乡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西方研究形成了“城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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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构论”“城市偏向论”“城乡共同发展论”“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论”等多个理论学

说 [7]。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以城镇化进程为依托，探索了城乡融合的实践范

式。例如，Terry[8]构建了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城市性行为和乡村性行为同时发生的地域

概念。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乡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在理论内涵诠释方

面，已有研究认为城乡融合涉及城乡结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

等诸多方面的融合，并且不在于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也不在于均质化或者同化城乡

功能或者景观，而是强调城乡互促共进、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协调发展[9,10]。（2）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方面，主要从经济、社会、生活、生

态等维度[11-13]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借助于主观赋值法、客观赋值法、主客观相结合赋值

法等[12,14]进行测度。（3）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演变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借助于空间分

析及景观分析等方法，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形态演变特征[15,16]。（4）在机理研究

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实现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

流动[17]，促使城乡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空间分布上的不断优化，使资源要素回报在城

乡之间趋同，最终实现城乡等值发展[18]。乡村振兴等战略[19]及发展政策体系，对于形成

城乡之间良好的互动格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5）在推进策略研究方面，一般从制度创

新、城乡经济互动、城乡文化信息交流、城乡公共服务与设施均等化、构建和谐共生

关系等[20-23]视角进行阐述。总体来说，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针对城乡融合的研究

主要是从理论分析的视角进行，实证分析相对欠缺；已有研究指标体系缺少动态性的对

比指标；缺少针对不同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机理的分析。因此，实证分析城乡融

合，构建多维度指标来表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影响因素对不同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的作用机理，有助于丰富城乡融合的研究，并对引导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此外，地理现象存在复杂的空间和时间关系，时空交互是地理变量分析的本质性问

题之一[24]，故分析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应该考虑时空交互作用。因此，整合空间和时间

要素，从时空交互的视角研究空间格局、关系、变迁和驱动机制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城

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演变规律。

淮海经济区（图1）由苏鲁豫皖四省接壤的20个地级市构成，属于典型的省际边缘

经济区，总面积17.8万km2、人口1.4亿，分别占全国面积的1.8%和总人口的10%。淮海

经济区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集中区域，但淮海经济区所属的大部分城市在所属省份较为

落后，是中国沿海欠发达区域。作为我国重要的

农副产品基地，淮海经济区却面临着突出的城乡

矛盾等问题。城乡融合是解决淮海经济区城乡矛

盾突出的重要手段，对提升淮海经济区整体经济

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淮海经济区

20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尝试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

来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借助于Rey等[25]提出

的ESTDA框架，克服ESDA仅针对截面数据的不

足，综合运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等

方法研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动态性特征，
图1 淮海经济区

Fig. 1 Huaihai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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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尝试将时空跃迁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嵌套，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跃迁要素驱

动模式，为不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更加精确的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内涵界定及指标选取

借鉴以往研究[26-28]，本文认为城乡融合是在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城乡空间结构再组织

的过程中，在维持城市和乡村各自特色的基础上，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城乡在空

间、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二元对立关系，推动城乡之间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实

现城乡发展要素回报趋同，促进城乡之间社会、经济、空间等多方面的融合，逐步形成

城乡之间城乡互补、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既是目标，也是状态，更是过程。因此，构

建反映城乡融合指标体系时，需要对“城乡差别”的对比指标、“城乡互动”的动力类指

标等[12]有所考虑。基于此，本文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和城乡空间融合三个维

度设计出包括16个指标在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表1）。

1.2 熵值法

本文借助于熵值法对淮海经济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设有 n个城市和m

个指标，Xij为第 i城市的第 j个指标，在计算之前，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避免

标准化的数据无法直接使用，向右平移标准化后的数据[29]。熵值法使用较多，本文只做

简单表述，计算方法如下[30]：计算 i城市的 j指标比例 pij=Xij/∑Xij；计算 j指标的信息熵

ej=-1/ln(n)∑pij ln(pij)；计算 j指标的差异系数gj=1-ej；计算 j指标的权重wj=gj/∑gj；第 i城

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为Fi=∑wjpij。

表1 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指标维度

城乡经济融合

城乡社会融合

城乡空间融合

指标

产业产值对比

产业同步发展水平

非农与农业就业比例

农业财政支出比例

城乡人均收入比

粮食地均产量

农业现代化水平

城乡人均收支结构差异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城乡人均消费比

城乡医疗保障

基础教育保障

城乡人均用电量

公路密度

城市空间扩张

互联网入户率

指标计算或说明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数/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平均值

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农业就业人数

农业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可支配收入

粮食作物地均产量/所在地区平均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城镇总支出占收入比例与农村总支出占收入比例的比值

城镇恩格尔系数/乡村恩格尔系数

城镇人均消费/乡村人均消费

城乡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个数

城乡每万人拥有中小学个数

城乡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个数

公路总里程/土地总面积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城乡互联网入户数/城乡总户数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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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ISA时间路径

LISA时间路径是LISA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的一种连续性表达，是对Moran's I散点图

中不同空间单元坐标转移的连续性表达[31]，可以用来解释地理现象在区域内的时空协同

变化以及局部空间差异，并能够对时空动态性进行分析[32]。根据其几何特征，可分解为

路径长度、和弯曲度。其中，相对长度可以反映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特征；弯曲度可以

发硬局部空间结构波动性特征。LISA坐标在不同年份的移动路径可以表示为 [(yi,1, yLi,1),

(yi,2, yLi,2), …, (yi,t, yLi,t)]，其中Li,t为城市 i在第 t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标准化值，yLi,t为

城市 i在 t年的空间滞后项[25]。

d =
N∑

t = 1

T - 1

d ( )Li, t, Li, t + 1

∑
i = 1

N ∑
t = 1

T - 1

d ( )Li, t, Li, t + 1

（1）

f =
∑

t = 1

T - 1

d ( )Li, t, Li, t + 1

d ( )Li, t, Li, t + 1

（2）

式中：d为时间路径长度，其值越大，表示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越强烈；f为路径弯曲

度，其值越大，表示LISA时间路径越弯曲，局部空间结构的波动性越曲折；N为城市数

量（个）；T为时间间隔（年）；d(Li,t, Li,t+1)是城市 i在 t和 t+1年的移动距离。

1.4 时空跃迁

时空跃迁可以进一步揭示不同的局部空间中，相邻城市之间空间关系的变化情况[33-35]。

在LISA时间路径的基础上，Rey结合Moran's I散点图中不同单元的局部空间类型的转移

情况，提出时空跃迁，并分为四类，如表2所示。

1.5 分位数回归模型

分位数回归能够对不同分位数下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进行估计。分

位数回归模型不需要具备很强的分布假设，由于通过对残差绝对值进行加权平均后作为

最小化目标函数，因此，极端值不易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36]。分位

数回归的结果可以与不同类型的时空跃迁进行深度嵌套，嵌套结果能够较好地揭示时空

跃迁的作用机制。

假设随机变量Y的概率分布为：

F(y) = Prob(Y < y) （3）

Y的τ分位数定义为满足F(y)的最小y值，即：

q(τ) = inf{y: F(y)≥τ}, 0 < τ < 1 （4）

F(y)的τ分位数q(τ)可以由最小化关于ξ的目标函数得到，即：

表2 LISA时空跃迁类型

Table 2 LISA space-time transition type

类型

类型 I（仅城市本身发生跃迁）

类型Ⅱ（仅城市的相邻城市发生跃迁）

类型Ⅲ（城市本身及其相邻城市均发生跃迁）

类型Ⅳ（城市本身与相邻城市均保持稳定）

跃迁特征

HHt→LHt+1，HLt→LLt+1，LHt→HHt+1，LLt→HLt+1

HHt→HLt+1，HLt→HHt+1，LHt→LLt+1，LLt→LHt+1

HHt→LLt+1，HLt→LHt+1，LLt→HHt+1，LHt→HLt+1

HHt→HHt+1，HLt→HLt+1，LHt→LHt+1，LLt→LL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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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τ) = argmin ξ

ì
í
î

ü
ý
þ

τ ∫
y >τ

|| y -ξ dF(y) +(1 - τ) ∫
y > τ

|| y - ξ dF(y)

= argmin ξ{ }∫ ρτ(y - ξ)dF(y)

（5）

式中：argminξ{}函数表示取函数最小值时ξ的取值。

1.6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2019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地级莱

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由于研究期限到2017年，因此仍把莱芜市看作地

级市）。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江苏、山东、

安徽、河南四省统计年鉴及各地市统计年鉴。

2 结果分析

2.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变特征

选取研究期首末年份的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图 2），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梯度。2005年，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

空间分布特征，莱芜、泰安、徐州等 7 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排在第一梯

度；其中，莱芜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主要由于莱芜市工业化程度较高，农村工

业化、农业产业化比较突出，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出农村方面积极探索，特别是在

2008年成为山东省统筹城乡改革试点城市，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成就；周口、淮北等9个城市排在第二梯度；宿州、盐城、阜阳和亳州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较低，排在第三梯度，其中亳州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低。2017年，仍然呈现出中

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布特征，蚌埠、徐州、济宁等 6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

成为新的第一梯队；蚌埠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在2005—2017年间，蚌埠市新型工

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迅速发展，注重以家庭农场为重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和服务农业生产

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培育，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缩小了城乡差距，同时努力缩

小城乡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成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周口、

淮安等 10个城市位于第二梯队；开封等 4个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低，位于第三梯

图2 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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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其中亳州仍然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最低的城市。图2、表3显示淮海经济区的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的集聚较为明显，表明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

性，且总体上呈增强趋势，但近年来集聚性有所下降。

2.2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联动特征

2.2.1 LISA时间路径几何特征

LISA时间路径移动的相对长度（图 3）整体上呈现出中部凹陷外围高的空间特征，

表明淮海经济区中部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幅度较小，具有比较稳定的局部空间结

构，而外围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动幅度较大，具有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从城市来

看，徐州、商丘、淮北等位于淮海经济区中部的城市LISA时间路径移动较短；莱芜、泰

安等位于四周的城市LISA时间路径移动较长。移动路径长度大于 1.182的城市有 14个，

小于1.182的城市有6个。其中蚌埠的时间路径移动大于2，是移动路径最长的城市；徐

州、商丘和阜阳的时间路径移动的相对长度小于 1，是移动幅度较小的城市。整体上，

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动幅度较小，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

LISA时间路径的弯曲度（图3）呈现出中间低两侧高的空间分布格局，表明中间区

域的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化具有相对稳定的空间依赖方向，表明中间区域城市及

图3 LISA时间路径的几何特征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ometrical characteristic of LISA time path

表3 2005—2017年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3 The global Moran's I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over 2005-2017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Moran's I

0.198

0.332

0.496

0.380

0.251

0.196

0.327

Z

1.691*

2.518**

3.654***

2.929***

2.016**

1.685*

2.557**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s I

0.283

0.204

0.266

0.250

0.267

0.223

Z

2.271**

1.739*

2.121**

1.961**

2.120**

1.834*

注：*、**、***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0%、5%、1%水平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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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邻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相对比较稳定；两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

的局部空间依赖方向变动性较强，表明这些城市受相邻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较

大。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较大的城市有宿迁、菏泽、日照和临沂4个城市，位于第一梯

队，表明这些城市及其相邻城市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特征。盐城、

淮安等6个城市位于第二梯队。弯曲度较小的城市包括蚌埠、枣庄等10个城市，位于第

三梯队，其中淮北的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最小，表明淮北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

稳定性。总体上来看，位于第三梯队的城市数量最多，占淮海经济区城市总量的 50%，

因此，整体上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依赖效应较弱。

2.2.2 LISA时间路径的移动方向

通过对淮海经济区 20个城市 2005—2016年Moran's I散点图位置的变化来计算各个

城市LISA坐标点的移动方向。如果一个城市移动方向位于0~90°之间，则此城市与其相

邻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正向协同增长；位于90~180°之间，则此城市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呈现低增长趋势，而相邻城市呈现高增长趋势；位于180~270°之间，则此城市

与其相邻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负向协同增长；位于270~360°之间，则此城市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增长趋势，而相邻城市呈现出低增长趋势[37]。计算结果如表4

所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协同增长的

城市共有 11 个，占淮海经济区城市

总量的55%，表明淮海经济区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在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具有

一定的整合性，其中正向和负向协同

增长的城市数量分别有 5 个和 6 个，

表明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

负向整合性略高于正向整合性。

2.2.3 LISA时空跃迁

利用时空跃迁分析方法来分析淮海经济区城市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

转移特征，得到Local Moran's I转移概率矩阵（表5）。所有对角线上的数值要大于非对

角线上的数值，说明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类型更趋向于保持不变，不同类别

之间的转移较少。在非对角线上，LHt→HHt+1上的转移概率最大，达到了0.350；其余各

种类型转移的概率及城市数量较少，表明了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性

具有相对较高的路径锁定特征。

通过对空间离散程度计算可知，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为Ⅳ型时空跃迁的城

市占 70.8%，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联动性较弱，空间集聚性存在相对较高

表5 2005—2017年Local Moran's I转移概率矩阵

Table 5 Local Moran's I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ver 2005-2017

t/t+1

HHt

HHt

LHt

LLt

数量/个

109

39

40

72

HHt+1

0.752

0.179

0.350

0.083

HHt+1

0.064

0.615

0.025

0.111

LHt+1

0.119

0.000

0.625

0.069

LLt+1

0.064

0.205

0.125

0.736

类型

I

Ⅱ

Ⅲ

Ⅳ

数量/个

43

24

14

184

比例/%

16.5

9.2

5.4

70.8

表4 LISA时间路径移动方向

Table 4 The mobile trajectory of LISA time path

移动方向/(°)

0~90

90~180

180~270

270~360

城市

枣庄、蚌埠、济宁、淮北、宿州

徐州、临沂、泰安、宿迁、开封

连云港、周口、阜阳、日照、商丘、亳州

莱芜、淮安、盐城、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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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锁定特征；I、Ⅱ、Ⅲ时空跃迁类型的比例分别为16.5%、9.2%和5.4%。从跃迁类

型的比例来看，淮海经济区的大部分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相邻城市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的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城市自身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结构的改变影响较大。

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要素驱动模式

2.3.1 驱动因素分位数回归

本文选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度、城市化、城镇就业率及政府行为作为自变

量，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其中经济发展采用人均GDP来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度反映了

产业结构从低度水准到高度水准的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促进劳动力要素在产业部

门之间的流动，计算方法见江洪等[38]的研究；城市化采用城镇人口所占比例表示；城镇

就业率采用城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示；政府行为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来表示。借助于Eviews 6.0软件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分位点划分城乡融合水平，并进行估计，分位点分别为：

0.1、0.25、0.5、0.75和0.9。经济发展水平在各个分位点对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均起促进作用，在0.1~0.5分位阶段（0.1~0.5），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的作用逐渐加强，而在0.5~0.9分位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逐渐减弱。产业结构高

级度在0.5~0.9分位阶段，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抑制作用，并且抑制强度逐渐增

加。城镇化水平在0.25~0.9分位阶段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城镇就业率在

0.1~0.5分位抑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发展，抑制强度逐渐降低。政府行为在0.25~0.9分

位数上呈现出负效应。

2.3.2 时空跃迁与分位数回归的嵌套

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不同影响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跃迁的影

响，不同响应阶段的影响因素的分位数与时空跃迁类型之间具有很强的嵌套性，根据分

位数回归模型，可以将分位值划分为两种类型：低分位（0.1~0.5）和高分位（0.5~0.9）。

依据不同分位点驱动因素的系数的正负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低分位驱动、低分位制

约、高分位驱动和高分位制约（表7、图4）。

低分位制约能够解释LHt→LHt+1、LHt→LLt+1、LLt→LLt+1、LLt→LHt+1类型的时空跃

迁机制，此类型在低分位阶段自身状态保持不变，即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保持在较低水

平。同向制约类型包括LHt→LLt+1、LLt→LLt+1两种跃迁类型，表示临近城市城乡融合发

展受阻，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降低或者维持低水平，这两种类型包括连云港、盐城等5个

城市。反向发展类型包括LHt→LHt+1、LLt→LHt+1，即临近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发生跃

表6 分位数回归与OLS回归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OLS regression

分位数/OLS回归

OLS

0.1

0.25

0.5

0.75

0.9

截距项

22.864***

33.289***

23.519***

8.077

-0.611

-0.712

经济发展

0.020***

0.024**

0.033***

0.044***

0.036***

0.025**

产业结构高级度

-0.041

0.039

-0.079

-0.145**

-0.186***

-0.190***

城镇化

0.040***

0.033

0.048***

0.029**

0.026*

0.042**

城镇就业率

-5.358***

-8.028***

-5.756***

-2.551**

-0.495

-0.471

政府行为

-0.016**

-0.014

-0.025**

-0.019*

-0.028*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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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或维持较高水平，枣庄、蚌埠等4个城市属于此类型。

低分位驱动能够解释LHt→HLt+1、LHt→HHt+1、LLt→HLt+1、LLt→HHt+1类型的时空跃

迁机制，此类型在低分位阶段使自身单元由低向高发生跃迁，即城市自身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提升。同向发展包括LHt→HHt+1、LLt→HHt+1类型，临近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

或者保持较高水平，研究区域中，并没有城市属于此种类型。反向发展包括LHt→HLt+1、

LLt→HLt+1两种类型，邻近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降低或者维持较低水平，宣城市属于

此种类型。

高分位制约能够解释HLt→HLt+1、HLt→HHt+1、HHt→HLt+1、HHt→HHt+1类型，此类型

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高分位段上发展受阻，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由高向低跃迁。

HLt→LLt+1、HHt→LLt+1属于同向制约，表示临近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到抑制；HLt→
LHt+1、HHt→LHt+1属于反向发展，表示邻近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在高分位制约

相应类型中，只有开封属于此类型。

高分位驱动能够解释HLt→HHt+1、HHt→HHt+1、HLt→HLt+1、HHt→HLt+1，此种类型表

示在高分位阶段，城市本身城乡融合能够保持较高水平。其中HLt→HHt+1、HHt→HHt+1为

同向发展，表示临近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或者保持较高水平，徐州、济宁等6个

城市属于此种类型。HLt→HLt+1、HHt→HLt+1属于反向发展，表示临近城市城乡融合发展

图4 淮海经济区分位数响应类型及发展方向空间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response type of quantile re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表7 时空跃迁与分位数回归的嵌套结果

Table 7 Nested result of space-time transition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响应类型

低分位制约

低分位驱动

高分位制约

高分位驱动

对应解释跃迁类型

自身状态不变

自低向高状态跃迁

自身状态不变

自身状态不变

驱动类型

同向制约（LHt→LLt+1、LLt→LLt+1）

反向发展（LHt→LHt+1、LLt→LHt+1）

同向发展（LHt→HHt+1、LLt→HHt+1）

反向发展（LHt→HLt+1、LLt→HLt+1）

同向制约（HLt→LLt+1、HHt→LLt+1）

反向发展（HLt→LHt+1、HHt→LHt+1）

同向发展（HLt→HHt+1、HHt→HHt+1）

反向发展（HLt→HLt+1、HHt→HLt+1）

跃迁的城市

连云港、盐城、临沂、日照、淮北

枣庄、蚌埠、阜阳、宿州

无

淮安

无

开封

徐州、济宁、泰安、莱芜、商丘、菏泽

周口、亳州、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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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受到抑制，周口等3个城市属于此种类型。

2.3.3 要素驱动模式

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类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嵌套，对淮海经济区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动态性演变机理进行分析，建立经济发展—城镇化驱动、城镇就业

—政府行为制约、产业—政府行为制约三种城市城乡融合时空跃迁的驱动/制约模式，如

图5所示。

经济发展—城镇化驱动模式。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是促进城乡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

低分位驱动和高分位驱动类型均属于此种模式。对于低分位驱动类型，整体上，城镇化

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最显著因素，影响系数在0.029~0.043之间，而经济发展

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逐渐加强。根据前文分析，只有淮安属于低分位驱动类

型，数量远少于低分位制约类型，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低阶段，通过城镇

化和经济发展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瓶颈相对较高，不容易冲破。此外，淮安与相

邻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发展方向相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

对于高分位驱动类型，整体上，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最主要因

素，然而影响程度逐渐降低，但其影响仍然高于低分位驱动类型，相对于低分位驱动类

型，城镇化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对偏低，共有徐州等 9个城市属于此种类型。

其中，徐州、济宁等6个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同向发展趋势，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

的同时，能够带动周边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涓滴效应显著；而周口、亳州、

宿迁则为反向发展城市，自身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相邻城市的城乡融合提升受

阻，差距逐渐拉大。

城镇就业—政府行为制约模式。城镇就业和政府行为是阻碍城乡融合的主要因素，

低分位制约类型属于此种制约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城镇就业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

城镇就业率的上升对于吸引乡村人员进城就业具有推动作用，从而对乡村发展具有一定

的阻碍作用[1]。政府行为对低分位制约城市的城乡融合具有副作用。连云港等5个城市呈

现出同向制约，与其相邻的城市同样没有从制约要素的困境中需求突破。枣庄等4个城

市呈现出反向发展，相邻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好。

产业—政府行为制约模式。产业结构高级度及政府行为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

升的主要因素，高分位制约类型的城市属于此种模式。政府行为对此类型城市城乡融合

图5 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跃迁要素驱动模式

Fig. 5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ce-time transi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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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制约最为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度对此类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负效

应，并且影响逐渐增强。仅有开封市属于此类型，并呈现出反向发展的趋势。

总体上，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跃迁驱动模式中同向发展布局在淮海

经济区的西北部，反向发展位于西南部，而同向制约位于东部沿海城市。其中，在低分

位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要素制约的城市比较多，受要素驱动的城市比较少；在高

分位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要素驱动的城市比较多，受要素制约的城市比较少。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对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对时

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解析，得到以下结论：

（1）淮海经济区城市之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相对较小，呈现出先增长后波

动性下降的趋势；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并且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

（2） LISA时间路径移动的相对长度整体上呈现出中部凹陷四周高的空间特征，徐

州、商丘、淮北等位于淮海经济区中部的城市具有比较稳定的局部空间依赖关系；总体

来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更加动态局部空间结构的城市更多。LISA时间

路径的弯曲度呈现出中间低两侧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位于第三梯队的城市数量最多，占

淮海经济区城市总量的50%，淮海经济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局部空间结构的波动性相

对较小。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大部分

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相邻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城市自

身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结构的改变影响较大。

（3）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为经济

发展—城镇化驱动、城镇就业—政府行为制约、产业—政府行为制约模式，在各个模式

中，同向发展布局在淮海经济区的西北部，反向发展位于西南部，而同向制约位于东部

沿海城市。其中，在低分位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要素制约的城市比较多，受要素

驱动的城市比较少；在高分位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要素驱动的城市比较多，受要

素制约的城市比较少。

依据以上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1）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对处于不同阶段的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起到提升作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树立高质量发展意识，努力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努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

具有重要的作用。（2）产业结构高级度对高分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起到了抑制作

用，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产业结构方面，需谨防产业结构在高级化过

程中偏离所造成的“就业破坏”，加强对农民技能培训，注重提升农业内生发展力，可有

效缓解产业结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3）政府行为对各个分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具有负向效应。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政府财政支出更加偏向城市而会减缓城乡融合

进程[39]。因此，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城乡融合方面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政府建立规

范化及约束性体制，规范政府行为。（4）城镇就业率对低分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

为负效应，表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较低水平阶段，淮海经济区城镇就业机会及收入对农

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进而影响到乡村衰落等[40]现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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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通过财政等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拓宽农民收入来源。除上述分析

外，作为跨省际经济区，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仍然需要加大彼此的合作，也

需要国家及各省制定相关策略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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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o-temporal interaction

ZHANG Xin-lin1, QIU Fang-dao1, ZHU Chuan-ge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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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urban inte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urban

relations. Studies on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are the requirement for giving play to the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of geography in order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is paper took

Huaihai Economic Zo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ed multi- dimensional index system,

and measured the level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o- temporal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were also discussed. Some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s

follows. The differen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among cities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was relatively small. Th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lomeration in space. For most cities, local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was

more dynamic, and its fluctuation was relatively small.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integration. Factors of the city itself had more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t was less affected by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neighboring cities. The chang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cities was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The change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cities, which was at low level, was restrained by urban employment and

government action. The chang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cities, which was at high level,

was restrained by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action. Finally, differ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pace-time transi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driving pattern;

Huaihai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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